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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与农民共同富裕：理论机制及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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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异质性差异及作用机制，基于 2016—2020 年 CFPS 农户调查数

据，采用面板 Logit、PSM、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等模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

的共同富裕水平，且土地转出的边际影响更大；土地流转对除健康外的共同富裕各维度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且

土地流转更能提升转出家庭各维度的共同富裕水平；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存在初始耕地禀赋、地区

和年龄等方面的异质性；土地流转通过规模经营、非农就业、家庭化流动、心里预期及城镇居住效应等路径提升了

农民共同富裕水平。因此，本研究力证土地流转让农民在经济和能力层面的富足水平得到了有效提高，为扎实推

进农民共同富裕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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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heterogeneity and mechanism of 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the CFPS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2016 to 2020 were used， and panel Logit， PSM， 

mediation effect and adjustment effect models were adopt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proved that： 

Farmland transfer improve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marginal impact 

of land transfer was greater； Farmland transfer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dimensions except health， and the farmland transfer better improved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all 

dimensions of farmland rented out families； There were heterogeneity differences in initial farmland 

endowment， region and age i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Farmland transfer improved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farmers through large-scale operation， no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family mobility，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 and urban living effect.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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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s that land transfe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wealth level of farmers in the level of economy and 

ability， and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solid promotion of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Keywords farmer； farmland transfer； common prosperity； relative poverty； mechanism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

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重中之重位置。十

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

署，缓解相对贫困、走向共同富裕已成为新发展阶段

社会各界共同关切的问题［1］。2021 年 10 月 16 日，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

任务仍然在农村”。因此，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引发的相对贫困将伴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长期存在，农村仍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建立

完善的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才能更好地朝着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而土地

承担着生产要素、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等多重功

能，与农民的贫富程度密切相关。作为配置土地要

素的一种重要方式，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

着关键性作用，很好地将规模经营与促进共同富裕

工作结合了起来。为切实发挥土地流转的增收带

动作用，培育优质的农地流转市场，近年来党和政

府加大力气致力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如 2023 年中

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

土地流转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推动

农村共同富裕得到了广泛关注，学界在土地流转有

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率、保障粮

食安全等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2-3］。但关于土地

流转是否具有减贫增收作用尚存争议：绝大多数学

者认为土地流转不但缓解了农地分配不均状况，优

化了资源配置并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4］，提高了农

业经营性收入［5-6］，而且增加了穷人特别是那些具有

非农就业优势的农户公平获益机会，产生良好的土

地投资及生产性效应［7］，最终达到了促进经济增长、

提高收入和减缓贫困的作用［8-9］。如冒佩华等［10］检

验了农地转出与收入增长的关系，发现农地转出能

显著增加农户总收入水平。与直接支付现金方式

相比，土地流转的减贫效果会更加明显、持久，因其

特别有利于经营、工资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11］。当

然，除直接收入减贫效应外，土地流转还在规避风

险、促进消费和投资、优化就业和教育及改善健康

状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农民总体福利

水平［12-13］。可见，不论是在收入还是其他维度，土地

流转都是贫困缓解的重要手段，有效提升了农民的

多维福利。但也有学者的观点截然不同，指出由于

土地流转服务配套不到位、流转行为刺激农业投资

无效、流转成本不合理、土地细碎化严重及产业结

构低端化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等原因，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土地流转的增收效

应，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效果会更差［14-15］。除收入损

失外，流转家庭其他维度的福利水平也有所降低。

如游和远等［16］研究发现土地流转确保农户收入提

高的同时，却没有为其成员的健康和保障的改善带

来正面效应。廖沛玲等［17］的研究也表明土地流转

让农民的心理与健康隶属度呈下降趋势。

上述文献很有借鉴意义，但很多成果对土地流

转的共同富裕提升效应、异质性差异及其影响机制

关注度不够，抑或浅尝辄止，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

题做进一步考察。土地流转能否持续增强农民自

身发展能力，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以及这一提升作

用背后的传导路径或掣肘是什么？需给予正面回

答。为此，本研究利用 CFPS 微观数据，在农民共同

富裕视阈下，尝试以多维相对贫困缓解作为共同富

裕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 Logit 模型实证检验土地

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异质性差异，并通过

中介、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

裕影响的作用机制，为合理评价土地流转政策效果

提供理论和实证参考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推动共同富裕是后精准扶贫时期我国经济发

展的战略目标，而促进先富帮后富、带后富，解决相

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从脱贫攻坚

走向共同富裕意味着研究和解决贫困问题的重心

转向相对贫困，要建立相对贫困的低收入人口的帮

扶机制来推进共同富裕［18］。就解决相对贫困的目

标而言，2035 和 2050 年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同

时蕴含了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期目标。因此，实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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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富裕，需有效缓解农民相对贫困，这是推进农村

共同富裕的基石。现代社会的贫困往往是与收入

不平等相伴随的，即贫困人口无法平等地获取许多

产品和服务，不具备把这些产品转化成效用的“功

能”或“权利”［19］。鉴于此，本研究尝试从经济和能

力两个层面阐述土地流转缓解相对贫困、助力共同

富裕实现的内在机理。

1. 1　土地流转及经济层面的福利

土地流转对转入及转出家庭收入的影响路径

不同，分别论述之。

农业生产经验或技能丰富的家庭为达到规模

化作业，会做出转入土地的决策。短期内转入土地

不会给家庭劳动力数量、质量带来太大改变，但会

使耕地规模迅速扩大而改变收入水平。假设收入

函数为：I= f ( )L̄，R ，其中，I为农户收入，L̄为固定

不变的劳动要素，R表示土地要素。如图 1，TI 表示

农户总收入，随耕种土地规模（R）的不断扩大先以

递增速率递增，后以递减速率递增，直到 MIR（土地

的边际收入）等于零为止开始下降。土地转入之前

（R 0 之前），耕地规模的总收益一直在增加，但这时

土地规模并未使家庭总收入达到合理的收益区间

（Ⅰ），继续扩大规模进入 R 0 和 R 1 之间，则土地规模

会给农户带来更多的总收入（区间Ⅱ）。此后若农

户依然采取扩大规模策略，超出 R 1 之后总收入将会

下降。因此，通过土地流转市场，流入适量土地后

能在短期内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提高经营能力和

全要素生产率，农业生产效率水平显著上升，为农

户带来丰厚的收入，整个过程是“帕累托改进”，有

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骆永民等［20］从一般均

衡的视角得到土地面积变大时，农业收入始终是上

升的，土地禀赋能提高农业投资对农业收入的促进

作用。

长期看，土地规模的扩大减少了农业中的隐性

失业，且随机械化程度的提升，转入土地形成的小

农场经营模式会更加精细化和集约化，调节了劳

动、土地的规模比例与家庭资源的配置，土地利用

效率达到最优，有效提升了家庭劳动生产效率，高

劳动生产率水平意味着丰厚的家庭收入。农户的

收入函数为：I= f ( )L，R ，其中，I为农户收入，L为

劳动要素，R表示土地要素（图 2），农户将按此扩张

路线图增加家庭收入水平。土地的精细集约化在

劳动力、生产性资产等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的基

础上，有助于农业生产成本、交易成本降低所带动

的农地投资价值的增加，还能推动新技术的采纳与

使用，刺激农户对土地的投资和更好的管理，提高

了农村土地生产和管理效率，有利于农业长期生产

率提高及农地财产性收益增长—在耕地上追加各

种投资获得的收益本质上为极差地租 II。综合土地

转入的短期和长期契约对收入的影响机制可知，收

入增加效应主要源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3，21］。土

I表示农户收入，L表示劳动要素，R表示土地要素。

I represents household income， L represents labor factor， and R 
represents land factor.

图 2　土地流转对农户长期收入的影响机理

Fig. 2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long-term income

TI表示农户总收入，R表示耕种规模，MIR表示土地的边际收入，

AIR表示土地的平均收入。

TI represents the total income of farmers，R stands for cultivation scale，
MIR represents the marginal income from land，and AIR represents the 
average income from land.

图 1　土地流转对农户短期收入的影响机制

Fig. 1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short-term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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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转的规模经济、交易收益以及投资管理等方面

的效应为土地转入在农民收入增加上提供了重要

思路。另外，农闲季节还可兼职短期零工，获取小

部分非农收入。作为理性“经济人”，转入土地对其

提高家庭收入是一种有利选择。

转出家庭收入变化，一是直接收入，作为土地

权利的出租方，在农地“三权分置”为核心的新一轮

土地制度改革实施背景下，农民手握的耕地权利之

资本属性更加完善、城乡融合的土地要素市场更加

丰富，顺势带动级差地租 I 的合理提升，农户可依靠

出租土地权利获取级差地租 I 提升所带来的更丰富

的家庭收入［22］，即获得了保障性的土地转让收益—

稳定、持续基于农地流转费用所带来的财产性收

入。二是间接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资源的流

动，从“理性人”经济假设出发，唯有在非农生产的

预期收益和土地租金两者之和超越经营土地收益

时，农户才会做出转出土地的决策，出租土地只因

获得了效用更大或薪资更高的非农就业，他们会将

更多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性资产迁徙到资本要素

更加集约的非农部门，在提高职业技能水平成为

“熟练”工人后，凭借非农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以增

加家庭收入［23］。长期来看，租出土地家庭的总劳动

生产率将因不再需要负担交易成本而增长，且随着

家庭非农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而得到持续提高，土地

流转的间接效应可能会随时间的推移被不断放大。

如土地转出后化解了农户“城乡两头跑”的“矛盾”

现象，淡化了农民“安土重迁”的情怀，缩小了劳动

力城乡流动的摩擦，让农民就职于非农部门或自主

创业变得更加专注［24］。其实，劳动力会由生产率低

的农业领域流向生产率高的非农部门，早已被经济

学家所证实，这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之一。注

意，我们并不否认非农就业对土地转出发生的促进

作用，但也有文献从反向思维出发，力证土地转出有

助于非农就业行为的发生，且农地流转对劳动力流

动的影响效应更大［25］。鉴于本研究是要识别土地转

出对非农就业的推力作用，所以分析中尽力控制非

农就业拉力的影响，并做内生性处理，可有效缓解变

量间的反向因果问题。由此，提出假说：

H1：土地流转，不论是转入还是转出均有利于

农民收入相对贫困降低、共同富裕的实现。

1. 2　土地流转及能力层面的福利

土地流转可能会从收入增长、家庭化流动、预

期及城镇居住效应等几种渠道来降低农户的多维

相对贫困。首先是收入增长效应。福利投入表现

为个人收入，而产出则为一组基本功能集，两者是

完备而又互相独立的。土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对于

缓解能力维度的相对贫困具有很大促进作用，流转

户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展了家庭的预算约束边界，刺

激了多方面消费需求的升级，推动在资金允许范围

内，进一步优化家庭的教育、住房、耐用消费品、社

会保障及生活条件［26］；二是家庭化流动效应。土地

转出让部分农民发生家庭化流动现象，城乡居民接

触、交流的机会增多，农民生活习惯、文化特征、消

费观念会潜移默化受到城镇居民的影响［27］，两类人

群在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及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偏

好相互渗透，导致消费行为发生渐变，如对子女教

育更加重视，对美好生活更加向往，对未来不确定

性更加关注，产生了“家庭化流动效应”；三是预期

效应。消费支出还与农民心里预期有很大关系。

土地流转后如不确保其家庭收入是一种持久性收

入，为确保未来生活的安定，可能会通过诸如保险

类的方式来转移、分担未来的不确定性，商业保险

的消费倾向、动机会提高。相反，如果对未来生活

信心满满，那么就会在住房、耐用消费品及子女教

育等方面做长久投资。尤其深受“再苦不能苦孩

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等传统观念的影响，父母希冀

通过提高子女受教育水平来产生“跳出农门”的预

期效应；四是城镇居住效应，部分流转户进城居住

后，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从乡村向城镇转变。最明

显就是城镇的教育氛围、环境及资源可得性都要比

农村好，让其不再面临太多的教育投资约束，为子

女教育投资的提高提供了便利。另外，拥有自己住

房顺利立足城镇后，在对住房进行一系列必须投资

的同时［28］，也能为农民带来良好的幸福生活体验，

有助于能力维度共同富裕的实现。总之，土地流转

从多方面提升了农户内生发展能力 ，提出如下

假说：

H2：在收入效应的主力调节下，土地流转对农

民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还体现在家庭资产、教育、

社会保障等能力维度上。

H3：土地流转能有效缓解农民多维相对贫困状

况，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土地流转更有利于转出户总收入的增加，高收

入群体在教育、健康、资产等方面易对低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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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挤出效应，土地转入和转出户间逐渐拉大的收

入差距会导致其在不同领域资源配置不均的现象

发生，进而加大两类家庭的长期多维贫困及其不平

等程度，提出如下假说：

H4：土地流转的共同富裕效应在两类农户间具

有差异性，转出户效应更加明显。

2　数据、研究方法与内生性讨论

2. 1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库。根据研究所需，选用 2016、2018 和 2020 年 3 期

通过家庭 ID 匹配后所构造的面板数据。由于这

3 年数据中缺少部分家庭中一直不变的初始指标，

如家庭分得的集体耕地数量，因此用 2012 年的数据

作为基础进行匹配，以全面考察土地流转对不同资

源禀赋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为保证研究质量，对

数据进行了有效筛选，首先，本研究聚焦在土地流

转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而土地是否流转通常以

家庭为单位进行集体决策，因此，在家庭层面对此

问题进行研究，将样本限定为从集体分配到土地的

家庭。其次，将拒绝回答、异常数据、回答问题者不

满 20 岁等类型的数据筛选掉。第三，只保留 3 个年

度中均在样本中的农村家庭，以便考察农户相对贫

困的持续状态，并且对 3 期数据进行平衡处理。经

上述筛选后，共获得 3 861 个有效样本。

2. 2　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影响的计量模型

1）面板 Logit模型

为深入研究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所产生

的效应，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Y= α0 + α1L+ ∑α2i Z i + εi （1）
式中：Y为农民共同富裕状态，L为土地流转情况

（转入和转出），Zi为一系列其他控制变量，εi为随机

误差项。由于因变量 Y为二分类变量，即陷入收

入、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家庭资产、生活条件以及

多维相对贫困赋值为 1，否则为 0，加之所用数据为

3 年面板数据，因此使用面板 Logit 模型对式（1）进
行检验。

2）变量设置及描述

首先是被解释变量—农民共同富裕，缓解相对

贫困与实现共同富裕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其本质

是相同的，最终目标均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因此，参考已有文献选择多维相对贫困

作为共同富裕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检验［29-30］，若农

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得以缓解，力证土地流

转对农民共同富裕产生了积极影响。共同富裕最

先高度聚焦于人民的物质生活层面上，而经济指标

如收入是衡量农民“富裕”状态的最基本指标。同

时，共同富裕还应该涵盖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家

庭资产、生活条件等反映“困”的社会发展维度。参

考 Alkire 等［31］及谭灵芝等［32］的研究文献，并根据可

行能力理论，结合土地流转及 CFPS 数据实际情况，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使用的多维贫困指数基础上，

着重考察收入、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家庭资产及

生活条件等 6 个维度 9 个指标下的农户多维相对贫

困状况。权重设置参考王小林等［33］的方法，把收入

赋予较高权重，其他维度和指标则依据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34］中的均等权

重方法赋值，计算出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维度数，

并以 3/6 作为临界值，表征农民家庭的共同富裕状

态，即在任意 3 个及以上维度被剥夺时界定为多维

相对贫困家庭。相关指标、剥夺临界值及权重

如表 1。
其次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

土地流转，包括土地转入和转出两种情况，根据

CFPS 问卷中设置了“您家是否将土地出租他人？/
您家是否租用他人土地？”的问题进行定义，回答

“是”赋值为 1，否则为 0。最后是其他控制变量，除

土地流转变量外，还有别的因素也可能会对农民相

对贫困产生影响，如户主个人特性、家庭特征以及

当地特点等变量，以之作为方程的辅助变量，控制

其 他 因 素 所 产 生 的 影 响 ，各 变 量 的 具 体 含 义

见表 2。
3）内生性讨论

研究过程中可能存有的内生性问题直接挑战

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一方面是反向因果问题。家庭

中可能会因劳动力要素有了更具收益的配置方式，

如稳定非农事业，才会考虑把土地流转出去。而本

研究所观察到的“土地流转作为配置耕地要素的一

种重要方式，有效提升了农民共同富裕水平”，也有

可能是因为某些农民已经摆脱了贫困，拥有了更多

的禀赋和更好资源配置方式，所以才将土地流转出

去，故存在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基准回

归分析中可能因一些因素很难观察和测度，致使某

些重要变量遗漏，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的产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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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维度及临界值界定

Table 1　Dimensions and critical value defini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维度

Dimension

收入

Income

教育

Education

健康  Health

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

家庭资产

Assect

生活条件

Living condition

指标

Index

人均纯收入

教育程度

教育培训支出

健康状况

商业保险支出

住房

耐用消费品

饮用水

燃料

权重

Weight

0. 250

0. 075

0. 075

0. 150

0. 150

0. 075

0. 075

0. 075

0. 075

剥夺临界值说明

Description of deprivation threshold

低于全样本人均纯收入中位数 40% 以下赋值为 1，否则为 0

家中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9 年以下赋值为 1，否则为 0

家庭教育培训支出低于该地区户均水平赋值为 1，否则为 0

家中成员平均健康状况得分低于 3 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家庭如果没有参与商业性保险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家庭住房价值低于该地区户均水平赋值为 1，否则为 0

家庭耐用消费品价值低于该地区户均水平赋值为 1，否则为 0

饮用水为非自来水、纯净水、桶装水等赋值为 1，否则为 0

做饭无法用电、天然气等赋值为 1，否则为 0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Variable
多维相对贫困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土地流转  Farmland transfer
土地转入  Farmland transfer in
土地转出  Farmland transfer out
性别  Sex
年龄  Age
党员  Member of CPC
家庭劳动力数

Household labor force
初始耕地面积

Initial Farmland area
借贷与否  Debit or credit
生计多样性  Livelihood diversity
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农业机械价值

Valu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Level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县城距离

Distance from county seat
所处地理位置

Geographical location

描述

Description
任意 3 个及以上维度被剥夺时赋值为 1，
否则为 0
是否参与耕地流转（是=1；否=0）
是否租用他人耕地（是=1；否=0）
是否将耕地出租给他人（是=1；否=0）
户主的性别（男=1；女=0）
户主的年龄，岁

户主是否为中共党员（是=1；否=0）

家中总劳动力数量，人

您家分得的集体耕地面积，hm2

家庭发生借贷行为与否（是=1，否=0）
每个家庭从事的生计活动种类数量

家中一年总共支出的人情礼金额，万元

家里拥有的农用机械价值总和，万元

所在村户均年纯收入，万元

到所属县城的距离，km

东部=1；中部=2；东北=3；西部=4

均值

Mean

3. 317

0. 419
0. 168
0. 281
0. 772

50. 654
0. 079

2. 059

0. 752

0. 225
1. 845
0. 395

0. 338

3. 545

15. 679

2. 627

标准误

SE

1. 297

0. 351
0. 370
0. 289
0. 425

11. 935
0. 289

1. 248

19. 254

0. 417
0. 937
0. 512

0. 443

0. 971

31. 152

1.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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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才能更好地分析

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

3　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

异质性分析

3. 1　基准回归

由表 3 可知，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产生了

显著影响。在其他要素不变情况下，流转户比非流

转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要低，土地流转让农民处

于多维相对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证明土地流转对

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具有较好的缓解作用，提升了

农民共同富裕水平，验证了假说 3。土地转入与转

出均对农民共同富裕带来了显著促进作用，分别通

过了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只是两者的提

升效应存在明显不对称性 ，土地转出的系数为

0. 976，而土地转入则为 0. 193，两者的差值高达

0. 783，土地转出对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边际影响

更大，说明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促进作用主要

来自于土地转出行为，验证了假说 4。上述分析表

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共同富裕水平，但这

是否意味着土地流转可有效缓解不同维度的相对

贫困，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能更深入揭示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影响的内

在作用机制，因此，对比分析了 6 个维度的作用差

异。结果显示，土地流转有利于收入相对贫困的降

低，土地转出的效应更加明显。土地流转让农民共

同富裕水平提高了 24. 95 个百分点，土地流转缩小

了低收入农户与较高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助

于农户间收入不平衡性的改进，理论假说 1 得到了

实证支撑。在能力相对贫困维度方面，土地流转在

教育、社会保障、家庭资产和生活条件 4 个维度产生

了明显的减贫作用，家庭资产系数值最大，其次是

社会保障和教育维度，而在健康维度尚未表现出显

著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除健康维度外，其他维度

均集中于物质经济方面，说明土地流转在健康等非

物质层面的直接作用有限。进一步，不同流转类型

家庭的共同富裕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土地转

入和转出都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家庭资产 3 个维度

上提升了农民共同富裕程度，只是后者的效应更为

明显。随着两类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确保了农户

表 3　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及各维度的影响估计

Table 3　Estimation of influences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and different dimensions

变量或指标

Variable or 
indicator

土地流转

Farmland transfer

截距项

Intercept term

土地转入

Farmland transfer in

截距项

Intercept term

土地转出

Farmland transfer out

截距项

Intercept term

共同富裕

Common 
prosperity

−0. 617***

（0. 112）

0. 988**

（0. 429）

−0. 193*

（0. 151）

1. 013
（0. 484）

−0. 976***

（0. 124）

1. 975**

（1. 060）

收入

Income

−0. 288***

（0. 105）

−0. 309
（0. 357）

−0. 092**

（0. 147）

0. 643
（0. 578）

−0. 346***

（0. 118）

0. 357
（0. 521）

教育

Education

−0. 489***

（0. 114）

0. 544*

（0. 337）

−0. 136*

（0. 153）

1. 202*

（0. 608）

−0. 660***

（0. 126）

0. 793*

（0. 492）

健康

Health

0. 031
（0. 082）

−1. 618***

（0. 359）

0. 011
（0. 113）

−1. 914**

（0. 453）

0. 037
（0. 093）

−1. 581***

（0. 397）

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

−0. 585***

（0. 089）

1. 484***

（0. 373）

−0. 064*

（0. 121）

2. 605***

（0. 493）

−1. 061***

（0. 105）

1. 768***

（0. 428）

资产

Assets

−0. 696**

（0. 132）

2. 428***

（0. 393）

−0. 177*

（0. 184）

3. 669***

（0. 738）

−1. 176***

（0. 147）

2. 436***

（0. 556）

生活条件

Living 
conditions

−0. 137***

（0. 085）

−0. 547
（0. 362）

−0. 026
（0. 117）

−0. 407
（0. 463）

−0. 345***

（0. 096）

−0. 627
（0. 40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篇幅所限，本表仅列出土地流转的估计系数，其他相关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省

略。下同。

Note： *， **， and *** are significant at the level of 10%， 5% and 1% respectively.  This table shows only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 of land 
transfer because of limited by space， and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other relevant control variables are omitted.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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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和家庭资产水平的不断提升，减少了未来

的不确定性并提升了生活质量。但在生活条件维

度，两类农户出现了不同的趋势，转出户的清洁燃

料、卫生设施等居住条件变得更好了，但转入户在

生活条件方面却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说明生活条

件维度方面土地转入的减贫作用十分有限。以上

研究结论较好地支撑了本研究提出的理论假说 2。
3. 2　内生性问题处理

借鉴刘明辉等［35］，通过面板Ⅳ-2SLS 固定效应

模型来尝试解决可能存有的内生性问题。用“土地

流转比率”作为工具变量，它代表了土地流转的同

群效应，满足工具变量的选取要求。回归结果显

示：在内生性得到控制后，共同富裕仍受土地流转

之影响，土地流转、转入和转出均在 1% 的显著性水

平上对农民共同富裕具有积极效应。只是效应值

要相对小一些，基准回归模型存在一定程度的高

估。另外，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也显示土地流转对收

入、教育、健康、社会保障、资产和生活条件等维度

的共同富裕产生了与基准模型方向相同的影响，也

是影响值有所浮动，表明上述结果稳健且有效。总

体来看，基准回归估计结果与引入工具变量的面板

Ⅳ-2SLS 模型并没有显著区别，意味着土地流转是

影响中国农民家庭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保障农村

土地的顺利流转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有力措施。

3. 3　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 4。
1）家庭初始耕地面积。土地流转对共同富裕

的提升作用在不同初始耕地规模家庭均成立，并随

自有耕地面积的扩大，提升效果呈强化之趋势。从

流转方向看，土地转出的相对减贫效应要远大于转

入行为。土地转入对规模为 0. 4～1. 0 hm2 和 1. 0 
hm2 以上农民的共同富裕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对

1. 0 hm2 以上大规模家庭的边际效应最大。可能原

因在于大规模农户自身耕地资源充裕，具有天然的

农业比较优势，为其通过转入更多土地达到规模经营

目的提供了良好的前期基础［36］。土地转出对不同规

模农户均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比较而言，在 0. 4～
1. 0 hm2和 1. 0 hm2 以上两个水平上，转出家庭共同

富裕提高幅度显著高于转入家庭，特别是在 0. 4～
1. 0 hm2 层次上产生出了最大的边际效应。因为很

多地区采取了好坏远近搭配、按人口均分的土地分

配方式，人口基数越大耕地越多。中等规模农户不

但耕地数量多，家庭潜在的剩余劳动力也多。转出

土地后获得的地租高于小规模农户，也有更多的劳

动力从事非农活动，让中等规模农户在土地转出后

获得了更为理想的收入，有助于相对贫困的降低。

而大规模农户本身耕地资源禀赋就很充足，在不进

行土地转出的情况下，就已形成了较好的规模效

应。另很多大规模农户会对耕地有一种不舍的心

理，即使发生了转让行为，转出的土地也可能是质

量或地理位置不好的耕地，并不能为其带来显化优

质的地租收入。

2）不同地理位置。无论处于哪一地理位置的

农民，土地流转均能有效改善其共同富裕状况，东

北地区影响最大。提升效应在转入与转出户间产

生了明显的差异，土地转入对东北和西部地区农民

共同富裕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东北地区系数高达

1. 571。可能原因，西部地区规模化经营处于起步

或加速发展阶段。相比中东部，土地转入的边际效

应自然要明显。而东北则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北方

多平原高原，有利于农作物的规模种植，以及地广

人稀且具有农场经营的发展经验［36］。对中东部的

影响虽不具统计上显著性，但需注意，土地转入对

这两地区农户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作用，土地转入对

中东部农民共同富裕的作用比较有限。而土地转

出对各经济区域农户的共同富裕均产生了显著提

升作用。其中，对东北地区农民的效应影响最大，

西部次之。综上可以看出，土地流转对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落后的东北和西部地区共同富裕产生的影

响较大，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土地流转更有助于消

除普遍贫困。

3）不同年龄。土地流转对不同年代农民的共

同富裕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对中年型家庭的贡献最

大。从年龄异质上来看，共同富裕的提升效应也在

转入和转出户间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土地转入仅

为中年型家庭带来了显著的减贫效应，甚至对 44 岁

以下青年型家庭出现了负向影响。而转出既有助

于新生代（中青年）家庭共同富裕状况的改善，也能

显著促进老一代农民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比较

来看，土地转出对中年家庭所产生的共同富裕效应

明显高于青年和老年型家庭，对老年家庭所产生的

效应最弱。在非农就业市场中，青年劳动力的优势

比较突出，他们从事非农活动而租出农地，不但靠

土地出租获得了财产性收入，也因非农就业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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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工资性收入。而中年劳动力一般是乡村干

部的主力军，且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丰富的农业

经验，他们可以做出双向选择，既可回流农村从事

农业，租入土地并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也可凭

借良好的综合素质获得适合自己的外出打工或非

农自营的机会，这也是目前我国农民离地后向非农

产业转移的两种主要形式。

4　作用机制检验

作用机制主要通过调节、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

证检验。调节效应是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相应变

量的交叉项，而中介效应则主要借鉴温忠麟等［37］提出

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土地转出如何通过非农就业和

城镇居住 2个变量来影响农户收入和能力相对贫困。

4. 1　土地转入

土地转入的收入减贫效应主要来自于耕地规

模扩大所带来的农业和家庭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

升，包括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中间投入的增加以

及农闲之时的兼职收入［3］。能力维度上，实证结果

证实收入增长效应在土地转入所产生的共同富裕

效应中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增收效应模型中，土

地转入与收入增长性的交互项、收入增长性对教

育、社会保障和资产维度的影响系数均为负，说明

土地转入能强化收入增长性对能力维度共同富裕

的正向影响。家庭纯收入增长性每提高 10%，土地

转入对教育、社会保障和资产维度共同富裕的提升

作用分别提高 0. 76、1. 53 和 3. 08 个百分点。同时，

土地转入通过预期效应提高教育和社会保障共同

富裕程度占比分别为 6. 34% 和 3. 73%，说明转入户

在收入有保障的情况下，对子女教育的需求和投资

变得更高。通常，这样的家庭也会有着较强的风险

防范和理财意识，购买保险的意识会有所提高。而

家庭化流动效应对各维度所产生的共同富裕效应

缺乏显著性。

4. 2　土地转出

收入维度上，一是直接的地租收入。土地转出

后可直接获得地租这一财产性收入，且随土地交易

范围的拓展，资本属性的完善和市场功能的丰富，

表 4　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异质性检验

Table 4　Influence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Terogeneity test

样本类别

Sample category

耕地规模

Cultivated 
land scale

区域

Region

年龄  Age

分样本

Subsample

［0，0. 4］ hm2

（0. 4，1. 0］ hm2

1. 0 hm2以上

东部

Eastern region

中部

Central region

东北

Northeast region

西部

Western region

≤44 岁

45～59 岁

≥60 岁

土地流转

Farmland transfer

系数

Coefficient

−0. 549**

−0. 848***

−0. 872*

−0. 278**

−0. 357***

−1. 626***

−0. 583***

−0. 329***

−0. 795***

−0. 538*

标准误

SE

0. 132

0. 273

0. 445

0. 225

0. 206

0. 572

0. 201

0. 240

0. 151

0. 255

土地转入

Farmland transfer in

系数

Coefficient

−0. 018

−0. 241*

−0. 715***

0. 079

0. 070

−1. 571**

−0. 339*

0. 058

−0. 209***

−0. 018

标准误

SE

0. 173

0. 365

0. 686

0. 318

0. 335

0. 701

0. 247

0. 301

0. 194

0. 206

土地转出

Farmland transfer out

系数

Coefficient

−0. 956***

−1. 309**

−0. 744

−0. 739***

−0. 668***

−1. 673***

−0. 902***

−0. 817***

−1. 133***

−0. 687*

标准误

SE

0. 145

0. 328

0. 414

0. 263

0. 226

0. 665

0. 233

0. 269

0. 174

0.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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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差地租Ⅰ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二是非农就业所带

来的间接收入。由表 5 可知，由于土地转出对收入

相对贫困和中介变量非农就业的直接作用均通过

显著性检验，且加入中介变量后，土地转出和非农

就业均对农户收入相对贫困的影响显著为负，可断

定，土地转出通过非农就业而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

是存在的，由系数− 0. 066 的显著性可以得到模型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的结论，即土地转出不仅能直接

作用于农户的收入相对贫困，也可凭借非农就业这

一中介变量“部分地”间接缓解其收入相对贫困程

度，改善共同富裕状况，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

为 0. 864×（0. 058）/（0. 095）=0. 527 5。
能力维度上（表 6），转出户通过收入增长效应

降低教育、社会保障、资产和生活条件维度相对贫

困 占 比 分 别 为 30. 65%、20. 14%、39. 59% 和

9. 70%。在家庭化流动效应模型中，土地转出状况

与外出打工人数占比的交互项、外出打工人数占比

对社会保障、资产和生活条件维度相对贫困的影响

系数均为负，说明家庭化流动对土地转出与 3 个能

力维度共同富裕的提升之间起调节作用，而家庭化

流动对资产维度的调节效应最大。通过预期效应

提升教育和资产维度共同富裕程度占比分别为

17. 63% 和 11. 75%。特别是教育，这一因素发挥着

收入增长、职业流动、乡城迁移等多种作用，子女的

教育被寄予厚望，父母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子女甚

至整个家庭的命运。土地转出与未来信心程度的

表 6　土地转出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检验：能力维度

Table 6　Test about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Capability dimension

变量

Variable

土地转出×收入增长

Farmland transfer out×Income growth

（收入效应  Income effect）

土地转出×外出务工人数占比

Farmland transfer out×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家庭化流动效应  The family flow effect）

土地转出×孩子未来受教育程度

Farmland transfer out×Children’s future education level

（预期效应  Expected effect）

土地转出×未来信心程度

Farmland transfer out×Future confidence

（预期效应  Expected effect）

教育

Education

−0. 366***

（0. 087）

−0. 194***

（0. 128）

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

−0. 225***

（0. 055）

−0. 093***

（0. 064）

0. 103**

（0. 059）

家庭资产

Assets

−0. 504**

（0. 112）

−0. 098***

（0. 113）

−0. 125**

（0. 103）

生活条件

Living conditions

−0. 102***

（0. 076）

−0. 079**

（0. 106）

表 5　土地转出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检验：收入维度

Table 5　Test about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 Income dimension

变量

Variable

土地转出

Farmland transfer out

非农就业

Non-farm employment

收入

Income

−0. 095*

（0. 052）

非农就业

Non-farm employment

0. 864***

（0. 070）

收入

Income

−0. 066**

（0. 048）

−0. 058***

（0.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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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项对社会保障维度相对贫困的影响系数为正，

表明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不足会强化转出户参

与商业保险的欲望，反之则亦然。

家庭化流动提高了农民进城购房的意愿，带来

了一定的“城镇居住效应”——农民在拥有了自己

的住房后，可享受附着在其区位上的城镇公共服

务。布置房子也需添置一些必须的生活日用品，定

会影响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情况。根据家庭化

流动这一因素的作用机理，需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来

对这一效应原理进行实证检验。由结果可知，城镇

居住这一变量在土地转出与农户教育、资产和生活

条件相对贫困的缓解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与前述

相同也是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土地转出可直接影

响这 3 个维度的共同富裕状况，也可以通过城镇居

住作为中介变量“部分地”间接改善农户的教育、资

产和生活条件相对贫困，提升农民共同富裕水平，

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 0. 195 5、0. 186 5 和 0. 242 9。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多维相对贫困作为代理变量，从理论

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

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土地流转有效提升

了农民共同富裕水平，不同流转方式的效应具有

“非对称性”，土地转出的边际影响更大；从不同维

度看，土地流转对除健康外的其他 5 个维度的相对

贫困均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共

同富裕，其中对家庭资产的作用最大，但在生活条

件上土地转入的促进效应十分有限。比较而言，土

地转出户各维度共同富裕效应均要显著高于转入

户；土地流转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耕地禀

赋、地区和年龄等异质性；土地转入可通过规模经

营、土地转出可通过直接地租收入和间接非农就业

路径降低收入维度相对贫困程度，改善共同富裕状

况。而能力维度的影响机制主要来源于收入增长、

家庭化流动、心里预期及城镇居住效应，收入增长

效应发挥了最强作用。

政策启示：1）在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需采取

有效措施鼓励更多家庭参与土地流转，进一步完善

土地流转市场和中介服务组织体系，努力实现农村

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促使耕地向

集中连片、适度规模经营方向发展。2）应重视愿意

转入土地的小农户，解决土地流转中带来的成本

高、机会难、不公平竞争困境及转入土地后所面临

的资金少、技术低、能力差、风险大之约束，做好诸

如信贷需求支持、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农业保险

保障强化、职业技能技术培训、农业机械化水平提

高和新型经营主体壮大等措施。3）在新一轮土地

制度改革背景下，加大对转入户在农业生产、规模

作业、科技运用等方面的培训与支持，鼓励其向职

业化农民转变。创新土地流转方式，确保土地转出

户的财产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稳步优化进城非农务

工人员在教育、社保和住房等方面的相关配套体

系，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4）建议针对不同类别农

民群体实行差异化的引导政策 ，早日实现共同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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